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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援助

与受援国民族建构∗

———基于坦赞铁路的实证考察

黄振乾

　 　 【内容提要】 　 新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建设提供过相当规模的

国际援助，但学界较少研究这些援助项目对受援国民族建构产生的影响。 通过构建一个

整合时间与空间的新理论框架，作者提出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援助项目起

到了推动受援国民族建构的历史作用。 国家认同可以作为分析一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

民族建构的关键切入点。 以新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援外项目坦赞铁路为考察对象，利用地

理信息分析方法将坦赞铁路和当地民众的国家认同进行匹配和分析后可以发现：坦赞铁

路建设通过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和塑造集体记忆两条路径有效提升了受援国民众的

国家认同。 其中，铁路建设对国家认同的提升作用在居住在铁路沿线地区且亲历铁路建

设过程的民众中尤为显著。 同时，坦赞铁路对当地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也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逐渐减弱。 与此相对，殖民宗主国在殖民时期建设的铁路对提升非洲国家民众的国家

认同则没有产生正面效果。 这一发现拓展了对外援助影响的学理认识，进一步挖掘了中国

在发展中国家民族解放进程中的贡献，对完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政策具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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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始终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也
是中国长期坚守的战略选择。①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３ 日，北京奥运圣火在达累斯萨拉姆火

车站点燃，该火车站是由中国援建、全长 １８６０．５ 千米的非洲“巨龙”坦赞铁路的东部起

点。 坦赞铁路是非洲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象征，被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人民称为

“自由之路”和“人民之路”，在两国人民心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② 奥运圣火的传递

勾起了中非人民共建坦赞铁路的历史记忆。 坦赞铁路在中国对外援助史上也具有非

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迄今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还是新中国践行对外援

助“八项原则”的示范性项目。③ 可以说，坦赞铁路这样的标志性援外项目奠定了新中

国对外援助的“底色”。④

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 ２１ 世纪的对外援助项目有助于推动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已是

学界共识，⑤但中国对外援助同受援国国家建设与治理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有效分析。⑥

中国一贯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国的对外援助能否推动受援国的民

族建构随之成为学界需要讨论的问题。 本文引入一个整合时间与空间的新的理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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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全文）》，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 １２ ／ ０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２０１９７． ｈｔｍ，访问时

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
参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ａｉｌｅｙ，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Ｚａｍｂｉａ Ｌｉｎｋ，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ｅｘ Ｃｏｌｌｉｎｇｓ，

１９７６； Ｊａｍｉｅ Ｍｏｎｓ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Ｈｏｗ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９。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第 ３８８—３８９ 页。

从中国的角度看，援建坦赞铁路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其经

验也为后来的中国对外援助实践提供了参考。 参见周弘主编：《中国援外 ６０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１—４３ 页。 另外，援建坦赞铁路也为中国企业间接带来一些经济效益（如签署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同和投

资等）。 参见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编：《我与坦赞铁路：陆大同文集》，中国铁道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版；
Ｐｉｐｐａ Ｍ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ｅｎｇ Ｙｕ， “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６３， Ｎｏ．３， ２０１９， ｐｐ．５５８－５７３。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Ａｉ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１３， Ｎｏ． ２， ２０２１， ｐｐ． １３５ － １７４； Ａｘｅｌ 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许志成、张宇：《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载《经济学（季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４９９—１５１９ 页。

有学者发现，发展中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提升其国家治理能力，中国投资能够增强东道国的国

家能力，但此类研究并非以中国对外援助为考察对象。 参见杨竺松、陈冲、杨靖溪：《“一带一路”倡议与东道国的

国家治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４—２９ 页；陈兆源：《中国直接投资与埃塞俄比亚国家能力建

设》，载《世界政治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辑，第 ７１—１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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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尝试厘清中国对外援助和受援国民族建构之间的因果联系。 本文使用地理信息分

析方法，将坦赞铁路和受援国民众的国家认同进行匹配，构建了一个旨在捕捉中国援

建铁路对当地民众国家认同影响的分析模型。 研究表明，坦赞铁路通过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和塑造集体记忆两条路径有效地提升了受援国民众的国家认同。 这种影响在居

住在铁路沿线地区且亲历铁路建设的民众中最为显著。

二　 坦赞铁路与受援国民族建构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交往的一个重要渠道，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的政治、经济、社会

和政策偏好等都可能产生影响。① 在对外援助领域，传统的西方国家援助受到了学界

更多的关注，同时对中国这样的“新兴援助国”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 事实上，新中国

自成立以来一直都是对外援助的重要提供国。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过相当数量的

大型援助项目，这些援建项目对受援国产生的影响与贡献尤其值得深入研究，但既有

文献对此关注不足。 本文以中国大型援建项目与受援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关系为切入

点，试图厘清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民族建构之间的联系。

（一）西方国家援助、中国援助与受援国发展

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是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既有研究表明，

传统的西方国家援助不仅未能让发展中国家走上国富民强的道路，甚至还阻碍了发展

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的生成。② 援助的条件性（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是传统西方国家援助的

核心特征。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获得西方国家援助的前提是必须承诺对本国的政治

经济进行西方式改革。③ 然而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改革并不一定切合受援国的

发展实际，④因其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作用而往往被称为“新殖民主义”“帝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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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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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外来援助对受援国影响的简要文献梳理，参见黄振乾：《中国援助项目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坦桑尼亚为个案的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 年第 ８ 期，第 １２７—１５３ 页。

郑宇：《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第 １３５—１５５ 页；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１１７—１３５ 页；黄梅波：《发展援助的有效性研究：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Ｔａｎｇ Ｘｉ⁃
ａｏｙａｎｇ，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Ｏｌａｖ Ｓｔｏｋｋｅ， ｅｄ．， Ａｉｄ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９５．
赵剑治：《国际发展合作：理论、实践与评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李小云：《发展援助的未

来：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９ 年版。



义”“白人负担”“死亡援助”和“有毒援助”等。①

与之相对，中国在开展对外援助时秉持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尊重受援国主权和自

主发展的原则。② 根据受援国发展的实际需求，中国重点提供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如

道路建设）和经济基础设施（如工业设施）领域的援助项目，而非西方援助所重视的制

度和规范建设项目（如性别平等和人权）。③ 中国对外援助因其有效性而被称为“龙的

礼物”。④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援助对受援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产生了积极

影响：经济方面，中国的援助有助于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促进其工业化水平；⑤政治方

面，中国的援助能提升受援国的国家能力，增强其政府的绩效合法性；⑥社会方面，中

国的援助项目有助于提升当地民众的就业率，抑制社会冲突。⑦

尽管如此，有关中国对外援助的既有文献仍存在三点缺憾。 一是研究重点聚焦在

中国对外援助的经济影响维度上，忽略了中国对外援助同受援国国家建设与治理之间

的联系。 二是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证分析集中在 ２１ 世纪的项

目上，对中国历史上对外援助（特别是新中国成立早期的对外援助）项目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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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 Ｎｅ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６５； Ｔｅｒｅｓａ Ｈａｙｔｅｒ， Ａｉｄ ａｓ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７１；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ｎ'ｓ
Ｂｕｒｄｅ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Ａｉ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Ｈａｖｅ Ｄｏｎｅ Ｓｏ Ｍｕｃｈ Ｉｌｌ ａｎｄ Ｓｏ Ｌｉｔｔｌｅ Ｇｏｏ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６； Ｄａｍｂｉｓａ Ｍｏｙｏ， Ｄｅａｄ Ａｉｄ： Ｗｈｙ Ａｉｄ Ｉｓ Ｎｏ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ａｙ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 ２００９；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Ｔｏｘｉｃ Ａｉ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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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① 三是机械地套用西方援助理论和范式解释中国的对外援助，忽视中国对外援

助的特质。 在国际学界，中国往往被当成一个“新兴援助国”来加以分析。② 这种研究

取向忽视了新中国自成立初期就是对外援助的提供国这一基本历史事实。 事实上，中

国对外援助的历史超过 ７０ 年，历经了不同的时期，发生了许多变化。③ 如冷战时期的

中国对外援助体现为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持。④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和 ６０ 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运

动风起云涌，非洲国家纷纷独立。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后，中国为了支持第三世界国家

的民族解放运动、反殖民主义斗争和新生国家建设，开始向亚非国家提供援助。⑤ 例

如，几内亚刚独立两年，其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Ａｈｍｅｄ Ｓéｋｏｕ Ｔｏｕｒé）便于

１９６０ 年访华。 为支持几内亚的独立和国家建设，中国同几内亚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

协定，这是中国同非洲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援助项目。⑥ 此后，中国向朝鲜、越南、埃

及、阿尔及利亚、加纳和索马里等亚非国家提供涵盖农业技术、纺织厂、水电站和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援助项目。 援建坦赞铁路是中国在这一时期支持第三世

界国家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支援尚未取得民族解放的国家反帝反殖民斗争的一

个范例。⑦

（二）援建坦赞铁路：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的中国元素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是支援非洲民族解放和国家发展的外交实践。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是非洲国家争取独立和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关键时期。 毛泽东提出“先独立的国

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⑧由此“革命外交”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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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证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援助数据（ＡｉｄＤａｔａ）”中，中国对外援助时间覆盖范围仅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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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主编：《当代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第 ２１ 页；周弘主编：《中国援外

６０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１—４３ 页；Ｐｉｐｐａ Ｍ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ｅｎｇ Ｙｕ， “Ｏｌｄ Ｂｏｔｔｌｅ Ｎｅｗ Ｗｉｎｅ？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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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２４４ 页；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１９５６—１９６５）》，载
《外交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８１—１０８ 页。

中国对亚非国家开展援助始于 １９５６ 年，早期的对外援助项目被纳入对外经济合作的范畴。 参见石林主

编：《当代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第 ３７ 页。
石林主编：《当代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第 ４０—４１ 页。
陆庭恩：《非洲问题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５９３—６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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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① １９６４ 年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时提出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成为指导中国

对外援助实践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提供国际援助的方式参与了

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１．援建坦赞铁路及其影响

从历史上看，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初期建设大型基础设施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需要，

也是推动各民族团结及国家统一的需要。② 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当时的首都、港口

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抵赞比亚中部城市卡皮里姆波希。 该铁路于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动

工，１９７５ 年 ８ 月全线通车，１９７６ 年移交坦赞两国政府。 中国先后派出 ５ 万多名专家和

工人奔赴非洲建设坦赞铁路，７０ 多名中国人在援建过程中不幸罹难。③ 坦赞铁路被称

为“中非友谊之路”和“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④ 尽管近年来坦赞铁路的运营遇到了

一些挑战和困难，但不可否认，坦赞铁路对坦赞两国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做出了重

要贡献，这种影响一直绵延至今。⑤

坦赞铁路是坦赞两国争取民族解放和建设新国家的象征。 “自由之路”和“人民

之路”的赞誉准确描述了坦赞铁路建设对坦赞两国的历史含义。 作为“自由之路”，援

建坦赞铁路有力地支援了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助于非洲人民摆脱殖民主义和

帝国主义对新生国家发展的干预，也为坦赞两国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助

力。 作为“人民铁路”，坦赞铁路的建成通车连接了坦赞两国境内的广阔区域，使得不

同族群通过铁路与新生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升了

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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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华杰：《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１９５６—１９６５）》，载《外
交评论》，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８１—１０８ 页。

如新中国成立后规划兴建青藏铁路有促进国家统一的政治考量。 甚至在 ２１ 世纪的中国高速铁路网的

建设选址中，中国也会考虑革命老区等因素。 参见 Ｍａ Ｘｉａｏ，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２。

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研究》，黄山书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 页。
张铁珊：《援建坦赞铁路纪实》，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编：《我与坦

赞铁路：陆大同文集》，２０２１ 年版；中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
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可以从四个维度认识坦赞铁路当下的经济效益问题。 首先，由国家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作为公共工程，
其经济效益并非项目的优先考量。 其次，衡量铁路的经济效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铁路公司的财务状况仅为一

方面，因修建铁路而间接促进了沿线地区的产业、贸易、投资和区域发展也应考虑在内（如中国高铁网的经济效

益）。 再次，坦赞铁路运营状况不佳有多种原因，包括交通路网竞争、运营管理不善和线路失修等问题，它们大都

是项目移交后才产生的问题而非援建项目本身造成的问题。 最后，由于缺乏真实可靠的数据，外界很难对坦赞铁

路本身的财务状况进行准确评估。 关于坦赞铁路运营状况及成因的研究，参见陈晓晨：《寻路非洲：铁轨上的中国

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３６—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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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坦赞铁路的既有研究主要围绕援建动机、援建过程和援建影响三方面展

开。 在援建动机方面，既有研究主要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政策、国际政治博弈和政

治精英互动等视角解释中国为何进行援建。① 在援助过程方面，既有研究主要描述和

分析援建项目的具体实施，②或是将重点放在分析中国援建专家的角色上。③ 在援建

影响方面，坦赞铁路项目对中国及坦赞两国的影响在既有研究中皆有涉及。 如对中国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展示了新中国的外交立场，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④ 坦赞铁

路对坦赞两国的影响大体上围绕民族解放、反殖民主义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展

开。⑤ 但既有文献并未将坦赞铁路建设与坦赞两国的民族建构进程联系在一起，也未

将两者的关系提升到理论高度。 从研究范式来看，既有研究主要使用了历史分析、文
献整理、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等定性研究方法，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坦赞铁路对当地的

影响展开系统分析的研究较为少见。⑥

与既有研究不同，本文重点关注铁路援建对受援国民族建构的影响。 要厘清这一

问题，必须回答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和受援国民族建构之间是否存在理论关联，为此下

文首先对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的历史进行了简要说明。
２．非洲国家的民族建构与国家认同

现代国家民族建构旨在形成以民族国家认同为核心的政治共同体。 尽管国家认

同并不完全等同于民族建构本身，但民族建构的最主要目标仍然是通过各种政策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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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贺嵬嵬研究了坦赞铁路对中国形象的微观影响。 参见贺嵬嵬：《历史援助与中国形象———以坦赞铁路

为例》，载《中国外资》，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９ 期，第 ４４—４７ 页。



施塑造领土范围内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① 因此，本文在理论上将国家认同作为考察

民族建构的主要维度，在实证上则以民众的国家认同来测量民族建构的效果。

如何在多元族群认同中建构统一的民族国家认同是独立后非洲新生政权面临的

一项重要挑战。② 族群林立且民众的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是非洲民族建构举步维

艰的原因所在，这些特征使得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与受援国民族建构之间可能存在联

系。③ 坦赞铁路建设发生在非洲国家急需进行国家和民族建构的历史时刻：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都面临民族建构的困境。 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等松散的血缘共同

体是传统非洲社会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④ 在被欧洲列强殖民之前，非洲存在的族群

规模超过 １２００ 个。⑤ 与欧洲国家不同，非洲民族国家的建构在殖民统治结束和国家独

立后才得以开启，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发育形态还没有演进到现代民族国家阶段。⑥

民族建构的核心是形塑民众的新生国家认同，推行有助于塑造国家认同的族群政策因而

成为新生国家进行民族建构的主要手段。⑦ 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学科的

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族群政治、民族建构和国家认同形成的理论和实践，⑧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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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同方面主要包括国际战争、民族主义、殖民遗产、政治制度、族群政策和语言政策

等角度的解释。①

民族建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考察国家认同形成的关键节点十分必要。② 从

殖民宗主国获得独立的时期往往是新生国家民族建构的“黄金时期”。 虽然非洲国家

独立建国已超过半个世纪，多数国家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 根据“非洲晴雨

表（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第三轮调查数据，当面临在自身的族群认同和所属国家的国家认

同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在 １８ 个非洲国家中依然有 ２８．９％的民众选择族群认

同高于国家认同（如图 １）。 坦桑尼亚是民众的国家认同程度最高的国家，９４％的民众

选择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 在尼日利亚，只有 ３４％的民众选择国家认同高于族群

认同。 在马里和马拉维，仅有 ５２％和 ５６％的民众选择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 在赞

比亚和纳米比亚，则分别有 ７４％和 ８５％的民众选择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③

图 １　 部分非洲国家民众的国家认同占比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制作。 参见“Ｍｅｒｇｅｄ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ｍｅｒｇｅｄ－ｄａｔａ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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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受访者编码为一组，选择国家认同大于族群认同的受访者编码为另一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不能相互区分

的样本编码为缺失值。 参见“Ｍｅｒｇｅｄ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ｍｅｒｇｅｄ－ｄａｔａ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是哪些因素导致非洲国家在国家认同上呈现如此明显的差异呢？ 在影响非洲国

家民族建构的各种解释中，外来因素始终是一个重要变量。 有学者考察了经济发展、

殖民统治和反殖民斗争三种解释对非洲国家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发现经济发展和反

殖民斗争有助于形成民众国家认同，而英国的间接殖民统治模式阻碍了民众国家认同

的形成。①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虽然很重视西方国家对非洲民族建构的干预及其后

果，但较少考虑非西方国家作为外部力量对非洲国家民族建构的历史作用。

事实上，反殖民斗争、民族主义与非洲新生政权的民族建构紧密相连。② 如前所

述，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认为“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中国对非

洲国家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斗争伸出过援助之手。 在欧美大国、国际组

织和苏联拒绝援建坦赞铁路时，中国克服国内发展困难主动援建该铁路。③ 坦赞铁路

不仅是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的重点对外援助项目，也在客观上成为推动

坦赞两国民族建构的重大国际援助项目。

（三）坦赞铁路与受援国民众国家认同的理论关联

坦赞铁路建设和非洲民众国家认同的形成存在关联并非偶然。 尽管坦赞铁路建

设确有解决赞比亚铜矿产品出海口的经济考虑，但也包含着突破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

势力封锁和促进坦赞两国互联互通的考量，它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公共工程。 大部分

非洲国家都是多族群国家，包括坦赞两国在内的非洲新生政权面临着进行民族建构的

历史任务。 改变民众对地方族群的狭隘认同、加强国民对新生国家的认同是摆在两国

领导人面前的重要命题，开展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则是促进民众国家认同的重要路

径。④ 坦赞铁路沿途穿过的主要族群数量达 １２ 个，其中在坦桑尼亚境内经过 ８ 个族

群地区、在赞比亚境内经过 ４ 个族群地区。⑤

坦赞铁路建成后，沿线的少数族群对新生国家的存在有了切切实实的感受，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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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ｍａｎｄ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ｐ．７０９－７４６．

李安山：《非洲现代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版。
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研究》，第 ９４—１８２ 页。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Ｃｅｒｍｅñｏ， Ｋｅｒｓｔｉｎ Ｅｎｆｌｏ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Ｌｉｎｄｖａｌｌ，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ｏｗ Ｔｒａｉｎ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５２， Ｎｏ．２， ２０２２， ｐｐ．７１５－７３５； Ａｎｉ Ｈａｒｕｔｙｕｎｙ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６２， Ｎｏ．１， ２０２０， ｐｐ．１－３３．

从东往西，坦赞铁路在坦桑尼亚境内经过族群分别为扎拉姆（Ｚａｒａｍｏ）、卢古鲁（Ｌｕｇｕｒｕ）、姆邦加（Ｍｂｕｎ⁃
ｇａ）、恩丹巴（Ｎｄａｍｂａ）、比那（Ｂｅｎａ）、桑古（Ｓａｎｇｕ）、沙夫瓦（Ｓａｆｗａ）和伊娃（Ｉｗａ）；赞比亚境内由东往西依次经过鲁

古（Ｌｕｎｇｕ）、本马（Ｂｅｍｍａ）、比萨（Ｂｉｓａ）和拉拉（Ｌａｌａ）等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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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相关想象与认同。① 坦赞铁路建设在两国人民眼里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新生

国家带领各族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历史象征。②

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客观上有利于两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形成。 从援助项目的效果

来看，坦赞铁路和受援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关系具有一定必然性。 既有研究未能将铁路

建设与受援国民众国家认同联系起来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一个能够整合时间和空间

效应的理论框架。③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一个解释坦赞铁路建设对受援国民众的

国家认同产生影响的新分析框架（如图 ２）。④

图 ２　 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首先，坦赞铁路建设发生在受援国进行民族建构的关键历史时期。⑤ 中国援建坦

赞铁路恰好发生在坦赞两国独立初期，两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国家建设。 如果铁路援

建发生在坦赞两国尚未独立建国的殖民统治时期，铁路对民族建构的作用就无从谈

起；同样，如果坦赞铁路建设发生在 ２１ 世纪，它对当地民族建构的影响很可能没有在

独立初期那样显著。

其次，受援国进行由国家主导的大型铁路建设可通过经济发展和集体记忆等因果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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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ｅｒｓｏ， １９９１．

Ｊａｍｉｅ Ｍｏｎｓ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Ｈｏｗ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
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ｐ．１４７．

有关时间和空间在社会科学分析的重要意义，参见叶成城、黄振乾、唐世平：《社会科学的时空与案例选

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第 １４５—１５５ 页。
感谢匿名评审人在完善本文理论框架方面的建议。
本文虽然强调在国家建设初期援助项目对受援国民族建构的影响更显著，但并不断言其他时期实施的

援助项目对受援国的民族建构没有影响。 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此提出的建议。



路径对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影响。① 一方面，铁路建设项目能够有效推动沿线地区的

经济发展，丰富沿线地区民众的就业渠道，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进而提升其国家认

同；②另一方面，铁路建设过程形成了新生政权领导下关于民族建构的集体记忆，这种

历史记忆有助于在情感上将各族民众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新生国家的政治合

法性，对提升民众的国家认同具有积极作用。③

最后，识别铁路建设带来的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是揭示坦赞铁路和受援国民众国

家认同间联系的关键。 在空间维度上，铁路建设促进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形成了

以辐射效应为标志的空间效应。 在时间维度上，沿线各民族人民参与、亲历或见证铁

路建设的过程将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体现为以代际差异为表

征的时间效应。④ 铁路沿线的空间效应与集体记忆的时间效应汇集最终作用于民众

的国家认同，对受援国民族建构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两个研究假说。⑤

假说 １：相较于坦赞两国其他地区，地处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好，民众的经

济收入相对更高，民众的国家认同程度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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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经济发展和集体记忆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两条路径。 囿于数据和篇幅，本文未对其他路径进行检验。 一

般而言，铁路建设使得国家权力能够在沿线地区进行有效渗透，增强国家在沿线范围内的族群治理能力，从而可

能提升沿线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 参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Ｃｅｒｍｅñｏ， Ｋｅｒｓｔｉｎ Ｅｎｆｌｏ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Ｌｉｎｄｖａｌｌ，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ｏｗ Ｔｒａｉｎ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ｐｐ．７１５－７３５； Ａｎｉ Ｈａｒｕｔｙｕｎｙ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ｐｐ．１－３３。

有关铁路建设对沿线经济发展的作用已有较多研究。 参见 Ｐａｕｌ Ｃｏｏｔｎ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ｓ ｉ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２３， Ｎｏ．４， １９６３， ｐｐ．４７７－５２１；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Ｂｒａｕｎ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Ｆｒａｎｋ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８２９－
１９１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８２， Ｎｏ．４， ２０２２， ｐｐ．１１８３－１２２１。 有关经济收入和国家认同的相互关

系，参见 Ｒｏｓｓ Ｂｏ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Ｃｒ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ｌｉｃｅ Ｂｒｏｗ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ａｐｔｕｒｅ， 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ｄｉ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Ｖｏｌ．９， Ｎｏ．３， ２００３， ｐｐ．３７１－３９１； Ｋａｚｕ⁃
ｈｉｒｏ Ｙｕｋｉ，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４０， ２０２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 ｅｕｒｏｅｃｏｒｅｖ． ２０２１． １０３９１９； Ａｍａｎｄ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ｐ．７０９－７４６。

有关集体记忆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参见 Ｍｅｉｒ Ｌｉｔｖａｋ， ｅｄ．，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９； Ｊａｃｏｂ Ｗｒｉｇｈｔ， Ｗａｒ，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Ｂｉｂｌ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０。

代际效应表现为不同时代或年龄阶段的人的社会认知存在差异，集体记忆的代际效应普遍存在。 参见

李春玲、刘森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 ２０１３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载《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３２—１５０ 页。
如前文所述，经济发展与国家认同的研究已有许多较为成熟的研究，因此本文在实证中重点对假说 ２ 进

行检验，同时对假说 １ 进行简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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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说 ２：相较于坦赞两国其他地区的民众，居住在坦赞铁路沿线且亲历铁路建设

过程的民众的国家认同程度最高。

三　 数据、变量与分析模型

随着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分析技术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快速发展，加之地理信息数

据的不断涌现，科学地识别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和受援国民族建构的关系成为可能。①

通过科学匹配受援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地理信息数据和援助项目的地理信息数据，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对受援国民族建构的微观影响。②

（一）数据和变量

１．国家认同

使用民众的国家认同数据来测量民族建构的实际效果是学界的通行做法。③ 本

文使用的国家认同数据源于“非洲晴雨表”的调查结果。 “非洲晴雨表”采用随机抽

样，旨在针对非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进行周期性问卷调查，目前已完成 ８ 轮调

查，覆盖 ３６ 个非洲国家。 包含受访者地理位置信息（经纬度）的“非洲晴雨表”数据在

２０１８ 年得以公布。

本文使用了第三轮到第六轮“非洲晴雨表”调查中坦赞两国的地理信息数据。 数

据不仅包含受访者的地理位置，还包含本文所考察的国家认同变量，如在第三轮问卷

的第 ８２ 个问题汇报了受访者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 该问题有 ５ 个有效答案选项：

（１）只选择族群认同；（２）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３）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难分伯仲；

（４）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５）只选择国家认同。④ 该问题较好地记录了受访者的族

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程度：如受访者只选择族群认同或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则其国

家认同程度低；如受访者只选择国家认同或国家认同高于族群认同，则其国家认同程

度高。

·１４·

■■■■■■■■■■■■■■■■■■■■■■■■■■■■■■■■■■■■■■

①

②

③

④

有关 ＧＩＳ 分析技术在国际政治特别是在冲突研究中的研究进展，参见陈冲、庞珣：《非洲恐怖袭击时空规

律的大数据分析———基于 ＧＩＳ 技术和分离总体持续期模型》，载《外交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１—１５４ 页。
地理信息数据在对外援助中的运用案例，参见黄振乾：《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基于地理信

息数据的实证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第 ３０—５８ 页。
Ａｍａｎｄ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ｐ．７０９－７４６．
剩余选项包括“不适用”“不确定”“拒绝回答”和“缺失值”等。 具体可查询第三轮到第六轮调查问卷对

应问题的编码（分别为 Ｑ８２、Ｑ８３、Ｑ８５Ｂ 和 Ｑ８８Ｂ）。 问卷编码表参见“Ｍｅｒｇｅｄ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ｍｅｒｇｅｄ－ｄａｔａ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在“非洲晴雨表”的地理信息编码中，受访者的地理信息根据其空间位置的准

确度分为 ８ 个数值，数值越低则位置准确度越高。 本文使用地理位置准确度小于

或等于 ３ 的受访者样本。① 最终样本包含 １１４８９ 名受访者（其中第三轮 ２３２８ 人、第
四轮 ２３２０ 人、第五轮 ３４０８ 人、第六轮 ３４３３ 人）。 图 ３ 展示了受访者样本的空间分

布情况。
２．坦赞铁路

“非洲晴雨表”受访者样本散布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不同地区（如图 ３）。 理论

上，铁路沿线的城镇、村落和族群居住区相较于铁路未经过的其他地区受到的铁路辐

射效应更强。 中国也有“要致富，先修路”的朴素说法，可见交通基础设施连通状况是

导致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②

相对而言，距离坦赞铁路更近的地区更可能会受到铁路建设的影响。 本文使用

５０ 千米（含）作为界定坦赞铁路空间影响的一个截点。③ 距离铁路 ５０ 千米范围的民众

有更多机会和更高频率接触坦赞铁路。 受访者样本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为距离坦赞铁

路小于或等于 ５０ 千米的受访者，第二组为距离坦赞铁路超过 ５０ 千米的受访者。 在

１１４８９ 份样本中，距离铁路小于或等于 ５０ 千米的样本数为 １６１７ 个，距离铁路超过 ５０
千米的样本数为 ９８７２ 个。

３．经济发展

本文使用地区经济发展和民众经济收入两个不同层面的指标测量相关地区的

经济发展水平。 第一个变量测量的是当地特别是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采
用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开发的地理网格数据库（ＰＲＩＯ－ＧＲＩＤ）中的夜间灯光照明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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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地理位置准确度为 １ 表示受访者处在精确位置，准确度为 ２ 则表示受访者处在误差不超过 ２５ 千米的附

近区域，准确度为 ３ 表示受访者处在区县等二级行政区内。 在本文研究数据中，占比最高的是地理位置准确度为

１ 和 ３ 的受访者（占比分别为 ４０．２％和 ５９．６３％）。 为获得足够的分析样本，本文保留了地理位置准确度为 １—３ 的

所有样本。
参见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Ｃａｌｌｅｎ，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Ｋａｎｓａｓ， ２０１６；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Ｃｅｒｍｅñｏ， Ｋｅｒｓｔｉｎ Ｅｎｆｌｏ ａｎ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Ｌｉｎｄｖａｌｌ，
“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ｏｗ Ｔｒａｉｎ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ｐｐ．７１５－７３５； Ａｌｂｅｒｔ Ｓｃｈｒａｍ，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截点距离选择主要是一个实证操作问题，在使用地理信息数据分析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中，援助项目的

影响范围通常选择 ２５ 千米或 ５０ 千米，２５ 千米大致是普通人一日往返的距离，５０ 千米则是借助一定交通工具日

常往返范围。 本文考虑到铁路是大型基础设施，因而选择了更大距离的 ５０ 千米，分析结果也表明铁路的空间辐

射效应大于 ５０ 千米。 当然，研究中要尽量避免因为距离选择带来研究结果的偏误，因此后文提供了不同距离选

择的分析结果作为参照。 有关选择 ２５ 千米和 ５０ 千米截点距离的代表性研究，参见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ｎ⁃
ｄｒｅａｓ Ｋｏｔｓａｄａ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５９，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４６－１５９；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７４， Ｎｏ． ４，
２０２０， ｐｐ．８３３－８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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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受访者样本的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非洲晴雨表”相关数据制作，参见“Ｇｅｏｃｏｄｅｄ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ｆｒｏｂａ⁃
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ｄａｔａ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注：黑色虚线为坦赞铁路，黑色圆点为距离坦赞铁路小于或等于 ５０ 千米范围的受访者位置，灰
色圆点为距离坦赞铁路大于 ５０ 千米的受访者位置。

指数。 网格化的夜间灯光照明数据有较好的操作性和准确性，已在包括社会冲突和

对外援助的空间分析中得到了广泛运用。① 如果坦赞铁路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那么在同一时期内铁路沿线地区网格内的夜间灯光照明强度应高于非铁路沿线地

区网格。

ＰＲＩＯ－ＧＲＩＤ 数据库的测量单位为半径 ５５ 千米。 夜间灯光照明数据共有四个细

分测量指标，本文采用平均值指标，取值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在 ＰＲＩＯ－ＧＲＩＤ 数据库中，坦

赞两国被划分为 １３０４ 个地理网格，其中坦赞铁路经过的地理网格数量为 ３４ 个，铁路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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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ｏｒø Ｔｏｌｌｅｆｓｅｎ， Ｈåｖａｒｄ Ｓｔ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Ｂｕｈａｕｇ Ｈａｌｖａｒｄ， “ＰＲＩＯ－ＧＲＩＤ：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９， Ｎｏ．２， ２０１２， ｐｐ．３６３－３７４。 本文使用 ２．０ 版本数据。 使用该数据

的代表性研究，亦可参见陈冲、庞珣：《非洲恐怖袭击时空规律的大数据分析———基于 ＧＩＳ 技术和分离总体持续期

模型》，载《外交评论》，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２１—１５４ 页；陈冲：《机会、贪婪、怨恨与国内冲突的再思考———基于时

空模型对非洲政治暴力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９４—１５８ 页；Ｒｙａｎ Ｂｒｉｇｇｓ， “Ｐｏｏｒ Ｔａｒｇｅ⁃
ｔｉｎｇ： Ａ Ｇｒｉｄｄ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Ａｉｄ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１０３， ２０１８， ｐｐ．１３３－１４８。



未经过的地理网格数量为 １２７９ 个（如图 ４）。 本文将铁路经过的地理网格编码为 １，未

经过的地理网格编码为 ０。

图 ４　 铁路沿线的地理网格夜间灯光照明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制作，参见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ｏｒø Ｔｏｌｌｅｆｓｅｎ， Ｈåｖａｒｄ Ｓｔｒａｎｄ ａｎｄ Ｂｕｈａｕｇ
Ｈａｌｖａｒｄ， “ＰＲＩＯ－ＧＲＩＤ：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ａｔ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ｐ．３６３－３７４。

注：黑色虚线为坦赞铁路，网格颜色越深表示网格内灯光照明强度越高。

第二个层面的变量则用于测量受援国民众的经济收入水平。 虽然“非洲晴雨表”
数据不包含受访者的收入（如工资）信息，但汇报了受访者的个人财产（如收音机、电
视、摩托车或轿车）的拥有情况。 本文通过计算个人财产的累计数量间接测量受访者

的经济收入水平，如受访者拥有收音机、电视、摩托车或轿车其中一项计数为 １，拥有

四项计数为 ４。① 总数越多代表受访者的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反之亦然。
由于测量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指标以地理网格为分析单位，测量民众经济收入的

指标以受访者为分析单位。 因此，本文对经济发展路径的实证检验无法使用中介效应

分析方法。 此外，本文还有一个潜在理论假定是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众国家认同的提

升。 在此前提下，如果坦赞铁路建设能提升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同于提升了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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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分别为第三轮调查问题 Ｑ９３Ｂ、Ｑ９３Ｃ、Ｑ９３Ｅ 和 Ｑ９３Ｆ，第四轮调查问题 Ｑ９２Ａ、Ｑ９２Ｂ 和 Ｑ９２Ｃ，第
五轮调查问题 Ｑ９０Ａ、Ｑ９０Ｂ 和 Ｑ９０Ｃ，第六轮调查问题 Ｑ９１Ａ、Ｑ９１Ｂ 和 Ｑ９１Ｃ。 在第一轮问卷调查中，是否拥有摩

托车和轿车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在后面几轮问卷中，两者为同一个问题。 问卷编码表参见“Ｍｅｒｇｅｄ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ｍｅｒｇｅｄ－ｄａｔａ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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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收入水平），并且民众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国家认同也呈正相关，则坦赞铁路建

设对提升民众的国家认同就应有积极作用。①

（二）铁路建设和国家认同的时空效应模型

本文的核心假说是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提升了受援国民众的国家认同。 坦赞铁路

援建项目有助于带动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塑造沿线民众的集体记忆，进而提升其国

家认同。 本文尤其强调集体记忆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② 坦赞铁路附近的民众更

有可能成为国家建设项目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实际受益者，项目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

应最为明显。 本文设定两个模型分别检验经济发展和集体记忆这两条路径对民众国

家认同的影响：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ｖｔ ＝ β１ ｉｎｃｏｍｅｉｔ ＋ δｔ ＋ γΧｉｔ ＋ εｉｖｔ 式 １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ｖｔ ＝ β１ａｃｔｉｖｅ５０ｉｔ ＋ β２ａｇｅｉｔ ＋ β３ａｃｔｉｖｅ５０ｉｔ∗ａｇｅｉｔ ＋ αｒ ＋ δｔ ＋ λＸ ｉｔ ＋ εｉｖｔ 式 ２

为便于对检验结果进行阐释，本文在基准模型中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模型

（ＯＬＳ）。 在式 １ 和式 ２ 中，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ｖｔ为因变量，表示 ｔ 年 ｖ 地理集群（ｓｕｒｖｅ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中

的受访者 ｉ 对族群认同或国家认同的偏好选择。③ 如受访者只选择国家认同或国家认

同大于族群认同，则将其答案编码为 １；若受访者只选择族群认同或选择族群认同大

于国家认同，则将其答案编码为 ０。 式 １ 的β１表示受访者的经济收入。 λＸ ｉｔ为控制变

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城乡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 αｒ为以地区（二级行政区）为

空间单位的固定效应，δｔ为以年份为单位的时间固定效应。④ εｉｖｔ为标准误，标准误聚

类在“非洲晴雨表”地理集群单位。

在式 ２ 中，ａｃｔｉｖｅ５０ｉｔ用来测量铁路建设的空间效应，若受访者距离坦赞铁路小于或等

于 ５０ 千米编码为 １（表示铁路沿线地区），距离坦赞铁路 ５０ 千米范围外编码为 ０。 ａｇｅｉｔ
用来测量铁路建设的时间效应，为受访者在接受调查时的实际年龄。 ａｃｔｉｖｅ５０ｉｔ∗ａｇｅｉｔ是式

２ 的核心自变量，表示受访者到铁路的距离与受访者年龄的交互项，用来测量铁路建设形成

的集体记忆对受援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 表 １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情况。⑤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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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此提出的建议。
相较老一辈而言，坦赞两国的年轻人对坦赞铁路的了解十分有限，有人甚至不知道中国是坦赞铁路的援

建者。 参见张勇：《中非之路：坦赞铁路沿线访谈录》，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陈晓晨：《寻路非洲：铁轨上的

中国记忆》，２０１４ 年版。
在“非洲晴雨表”调查的地理信息数据编码中，位置相近的受访者会被归为同一地理坐标，从而形成不同

的地理集群。
坦赞两国的“非洲晴雨表”第三轮到第六轮的调查时间为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
国家认同的定序变量、同族群、族群身份和与首都距离等变量将在后文的稳健性讨论中做详细介绍。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国家认同（二分变量） ７２３１ ０．８８６ ０．３１７ ０ １

国家认同（定序变量） １１１６７ ３．９６６ １．１２９ １ ５

ａｃｔｉｖｅ５０ １１４８９ ０．１４１ ０．３４８ ０ １

夜间灯光照明（均值） １３０４ ０．４６５ １．９３６ ０ １１．３７５

经济收入 １１４８９ １．０７８ ０．８４６ ０ ４

年龄 １１３９１ ３６．６９ １３．９７ １８ ９９

ａｃｔｉｖｅ５０∗年龄 １１３９１ ５．１０２ １３．５５ ０ ９７

城乡 １１４８９ ０．３４２ ０．４７４ ０ １

性别 １１４８９ ０．５０１ ０．５００ ０ １

受教育程度 １１４７７ ３．２８３ １．５６６ ０ ９

同族群 １１４８９ ０．００６１８ ０．０７８４ ０ １

与首都距离（自然对数） １１４８９ ５．６６７ １．０５８ ０．３８７ ６．７２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与首都距离具体算法为加 １ 取自然对数。

四　 坦赞铁路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

根据理论框架和模型，对坦赞铁路和当地民众国家认同的实证分析从两个方

面展开：一是检验坦赞铁路是否通过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进而提升民众的国家

认同；二是检验坦赞铁路建设是否能够形成国家建设的集体记忆，经由集体记忆进

一步塑造民众的国家认同。 接下来，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确证研究结果的科学性

和可信度（包括对此种影响的空间和时间范围进行讨论）。 此外，本文还通过考察

历史资料、进行安慰剂检验（比较坦赞铁路和殖民时期宗主国建设的铁路对当地民

众国家认同差异性影响）以及讨论坦赞铁路对抑制社会冲突的作用来验证本文的

核心发现。

（一）铁路建设、经济发展与民众国家认同

分析坦赞铁路能否促进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检验经济发展路径是否有效

的第一步。 如果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地区没有显著差异，则经济发展未对

民众提升国家认同产生作用。 事实上，通过观察坦赞两国夜间灯光照明的空间分布可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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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坦赞铁路经过地理网格地区的夜间灯光照明平均值相对其他地区要更高（特别是

在铁路没有经过的附近地区）。 从数据上看，铁路经过的网格地区夜间灯光照明的平

均值为 ０．７０１，其他网格地区的夜间灯光照明平均值为 ０．１２１，前者是后者的 ５．７９ 倍，

说明铁路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 进一步分析也表明，铁路沿线网

格地区的夜间灯光照明平均值比其他网格地区夜间灯光照明平均值高出 ５８％，并且

在不同的模型中皆达到 １％的统计显著性水平（见表 ２ 模型 ３）。 由此可见，坦赞铁路

建设确实推动了其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表 ２　 铁路建设对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铁路沿线地区
０．５８０∗∗∗

（０．０９１７）
０．５４２∗∗∗

（０．０８５５）
０．５８０∗∗∗

（０．０９１７）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样本量 １３０４ １３０４ １３０４

Ｒ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使用 ＯＬＳ 模型，因变量为夜间灯光照明均值，常数项结果已省略，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分析民众的经济收入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验证经济发展路径是否有效的第二

步。 既然坦赞铁路建设对推动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作用十分显著，则其沿线地区的

经济获得发展后，当地民众的经济收入也会相应增加。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定性研究

材料的支持。① 那么经济收入增加能否提升民众的国家认同？ 进一步的统计检验

表明，受访者的经济收入与国家认同之间确实存在显著正相关（见表 ３）。 从边际

效应上看，受访者的经济收入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国家认同度将提升 １．６８％（见表

３ 模型 ３）。 简言之，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有效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有

助于提升沿线民众的收入水平，民众经济收入的增长和生活的改善则有助于提升

其国家认同。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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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表明，坦赞铁路沿线地区的居民可以通过农业种植和货物贸易等方式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改善生

活水平。 参见 Ｊａｍｉｅ Ｍｏｎｓ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ｓ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Ｈｏｗ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ｓ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２００９。



表 ３　 经济收入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经济收入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５３５）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０４９０）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４８９）

ａｃｔｉｖｅ５０ —
－０．００８３４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０８４４
（０．０１５７）

年龄 — ０．０００２８９
（０．０００２８２）

０．０００２５６
（０．０００２８０）

城乡 —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０９４７）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９３７）

性别 —
－０．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６７５）

－０．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６７６）

受教育程度 — ０．００６５９∗∗

（０．００３２９）
０．００６４５∗∗

（０．００３１９）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样本量 ７２３１ ７１５６ ７１５６

Ｒ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使用 ＯＬＳ 模型，常数项结果已省略，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集群单位聚类标准误。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二）铁路建设、集体记忆与民众国家认同

１．集体记忆对国家认同的时空效应

坦赞铁路建设可能会塑造民众的集体记忆进而影响其国家认同，这一因果路径是本

文检验的重点。 表 ４ 汇报了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时空效应。 表 ４ 模型 １ 检验了

铁路沿线的空间效应，即空间距离单一变量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 研究表明，距离坦

赞铁路小于或等于 ５０ 千米的受访者和距离坦赞铁路大于 ５０ 千米的受访者的国家认同程

度没有显著差异。 这一结果表明空间距离并非决定坦赞铁路对当地民众国家认同影响的

唯一变量。 表 ４ 模型 ２ 检验了时间效应，即受访者年龄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表明受访

者的代际差异对国家认同也没有显著影响。 表 ４ 模型 ３ 将空间距离和年龄并列，作为控制

变量放入模型，研究发现空间距离变量和时间变量对民众的国家认同皆没有显著影响。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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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集体记忆对民众国家认同的时空效应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ａｃｔｉｖｅ５０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６２） —

－０．００８６３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８０７∗∗∗

（０．０２８８）

年龄 — ０．０００３５６
（０．０００２７６）

０．０００３５４
（０．０００２７６）

６．３８ｅ－０５
（０．０００３０７）

ａｃｔｉｖｅ５０∗年龄 — — — ０．００１９６∗∗∗

（０．０００５８４）

城乡
－０．００８４３
（０．００９２５）

－０．００９９７
（０．００９３１）

－０．００９８０
（０．００９２９）

－０．００９７８
（０．００９２８）

性别
０．００３５０

（０．００６４７）
０．０００９２７
（０．００６６６）

０．０００９４９
（０．００６６６）

０．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６６５）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８２７∗∗∗

（０．００２９７）
０．００９１４∗∗∗

（０．００３０８）
０．００９１３∗∗∗

（０．００３０８）
０．００９２８∗∗∗

（０．００３０７）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７２２５ ７１５６ ７１５６ ７１５６

Ｒ２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９ ０．１４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使用 ＯＬＳ 模型，常数项结果已省略，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集群单位聚类标准误。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 ４ 模型 ４ 是集体记忆的核心模型，该模型通过受访者铁路距离和年龄的交互项

检验坦赞铁路建设对受援国民众国家认同形成的时空效应。 分析显示，交互项系数为

正且达到 １％的统计显著性水平，表明坦赞铁路建设对提升受援国民众的国家认同产

生了积极效果。
通过对比表 ４ 四个模型的结果可知，对坦赞铁路感知最为显著的群体是居住在铁

路沿线且亲历铁路建设过程的民众。 坦赞铁路作为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独立后开启的

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新生国家摆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干预、开启独立自主发

展道路的重要象征。 亲历这一历史的老一辈人对国家的认同会更加强烈。 铁路沿线

地区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效应（如图 ５）。 而对于 ２０ 岁以下的受访

者，即便他们居住在铁路沿线地区，其国家认同也无显著提升。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铁
路沿线地区受访者的国家认同开始呈现正向显著性。 当年龄段（以调查时间为准）在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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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５０ 岁时，铁路沿线受访者的国家认同逐步提升。 年龄超过 ５０ 岁的铁路沿线受访

者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趋于稳定。

图 ５　 坦赞铁路的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使用 ＯＬＳ 基准模型（表 ４ 模型 ４），９５％置信区间（两条虚线之间），图下方竖线为样本

分布图示。

受访者年龄因“非洲晴雨表”调查的时间（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不同而有所差异。 以

坦赞铁路建成的时间 １９７５ 年为界，根据“非洲晴雨表”调查不同轮次的时间点，可计

算出受访者在铁路援建时期的大致年龄范围。 如在坦赞两国 ２００５ 年完成的第三轮

“非洲晴雨表”调查中，国家认同有显著提升的受访者出生时间大致在铁路建成的

１９７５ 年，国家认同达到最高值的受访者（４５—５０ 岁）在坦赞铁路援建期间（１９７０—

１９７５ 年）的年龄大致介于 １５—２５ 岁。 这部分民众大多出生于坦赞两国独立（分别为

１９６１ 年和 １９６４ 年）前。

本文推测国家认同提升最为明显的民众刚好是居住在坦赞铁路沿线，并且曾见

证、亲历或参与铁路援建的年轻人。 这一点得到了相关文献和史料佐证。 在坦赞铁路

援建过程中总计动员了 １０ 万人次的中方人员和当地民众参加项目建设。① 参与铁路

建设的坦赞两国民众大部分为来自铁路沿线附近的 １６—２５ 岁未婚青壮年。② 坦赞铁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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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１９６０—１９７８》，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４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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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的历史资料对此也能进行交叉验证，如 １９７２ 年中国官方发布了纪录片《坦赞铁

路在建设中》，片中大量镜头显示当年参与铁路建设的当地工人多为青年男性。 在坦

赞铁路完工后，出于对铁路安全和经济发展的考虑，两国政府鼓励参与铁路建设的当

地人在铁路沿线的村镇工作生活。①

２．稳健性检验

本文围绕集体记忆这一核心发现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 第一种稳健性检验考

察了坦赞铁路对民众国家认同的空间溢出范围。 以 １０ 千米为间隔逐一考察 ５０—２００

千米范围的情况，不同距离与受访者年龄的交互项系数表明受访者离铁路越近，国家

认同越显著，边际效应越明显（如图 ６）。 当与铁路的距离达到 １６０ 千米时，交互项系

数不再显著。 这一结果有两点意义：一是坦赞铁路对民众国家认同影响的空间范围广

阔；二是坦赞铁路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依然有一定的空间限制，脱离空间范围讨论

铁路建设对民族建构的影响是不恰当的。 这也展现了地理信息数据在社会科学分析

中的优势。

图 ６　 受访者居住地和坦赞铁路不同距离的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使用 ＯＬＳ 基准模型（表 ４ 模型 ４），取 ９０％的置信区间。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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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坦赞铁路竣工后，大约有 ２ ／ ３ 的工人不再参与赞比亚境内的其他铁路项目建设，他们有不少因工作和其

他原因自由选择在火车站附近居住。 参见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决策、实施与影响》，第 １４８ 页；Ｊａｍ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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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３８。



第二种稳健性检验探讨了受访者的国家认同如何随时间演化。① 如果说第一种

稳健性检验分析了坦赞铁路建设的空间溢出效应，第二种稳健性检验则考察了它的

“时间退出效应”，即集体记忆带来的民众国家认同作用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

渐减弱。 由于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完成，如果假定这种时间退出

效应存在，则早期受访者的集体记忆对其国家认同的作用应强于后期的受访者。 据

此，本文使用基准模型（表 ４ 模型 ４）对不同轮次的调查样本进行了单独回归。 分析表

明，调查时间越早，集体记忆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越明显（如图 ７）。 换言之，即便是

居住在坦赞铁路沿线且参与过铁路建设的同一位受访者，在分别接受了四个轮次的问

卷调查时，其国家认同也会依次减弱。

图 ７　 坦赞铁路建设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不同民调轮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使用 ＯＬＳ 基准模型（表 ２ 模型 ４），取 ９５％置信区间。 图中自上而下的四个模型的交互项

系数值分别为 ０．００３８４、０．００２５２、０．００１６５ 和 ０．００１５０，其中模型 １ 至模型 ３ 达到了 ５％的显著性水平。

第三种稳健性检验是使用逻辑斯蒂（ ｌｏｇｉｔ）模型。 在基准模型中，为方便阐述和

展示研究结果，本文使用了 ＯＬＳ 模型。 以二分变量为因变量的另一个常用模型是

ｌｏｇｉｔ 模型。 研究表明，更换为 ｌｏｇｉｔ 模型的研究结果与 ＯＬＳ 模型结果高度一致（见表 ５
模型 １）。

第四种稳健性检验是对因变量采用替代性测量。 基准模型对因变量的测量保留

了四个答案选项。 在此编码方法中，选择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难分伯仲的受访者未被

·２５·

　 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民族建构
■■■■■■■■■■■■■■■■■■■■■■■■■■■■■■■■■■■■■■

① 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此提出的建议。



　 ２０２３ 年第 ８ 期

纳入分析样本。 这一类受访者由于无法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中进行二选一的选择，

因此较难识别出他们的认同偏好。 但即便保留这一部分受访者样本，本文的研究结果

依然成立（见表 ５ 模型 ２）。

第五种稳健性检验是控制同族群效应。 同族群主要是指与时任国家领导人为

同一族群的受访者。 既有研究表明，同族群效应在公共产品的分配、选举动员和社

会认同等方面都可能产生影响，①因此也可能是需要考虑的控制变量。 在非洲国家

独立后的民族建构进程中，与时任国家领导人为同一族群的群体更可能选择国家

认同，他们在心理上可能将国家等同于本族群。 本文根据受访者的族群隶属信息

和时任国家领导人的族群身份信息进行匹配，将同族群样本编码为 １，非同族群样

本编码为 ０。② 对同族群身份进行控制后，本文的研究发现依然稳健 （ 见表 ５

模型 ３）。

第六种稳健性检验是控制受访者与首都的距离。 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可能存在

首都效应。 发展中国家独立后新建的首都富有政治意义，首都民众和距离首都较近

的民众对国家可能有更高的认同感，因此有必要对首都效应进行控制。 本文计算了

每一位受访者到两国各自的首都———坦桑尼亚的多多马③与赞比亚的卢萨卡———的

空间距离。 研究表明，控制受访者的首都距离之后，本文的研究结果依然稳健（见表 ５

模型 ４）。

第七种稳健性检验是对受访者的族群身份进行固定效应处理。 不同族群本身

可能因为本族群的政治地位、人口规模和族群语言等特征而形成差异化的国家认

同。 政治地位较低的族群对国家认同可能也更低，人口规模大的族群也可能影响其

国家认同。④ 如坦桑尼亚的马赛人比例为全国人口的 １６％，但他们却长期被排斥在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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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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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ｍｅｓ Ｈａｂｙａｒｉｍａｎａ， ｅｔ ａｌ．， Ｃｏ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ｕｓ⁃
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Ａｎｎ－Ｓｏｆｉｅ Ｉｓａｋ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ｎｅ Ｂｉｇｓｔｅｎ， “Ｃｌｉｅｎｔｅ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１１６， Ｎｏ．４６５， ２０１７， ｐｐ．６２１－６４７．

囿于篇幅，本部分的分析结果略去，如有需要可联系笔者索取。 时任领导人所属族群信息主要参考“政
治领导人隶属数据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参见 “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ｔｅｓ．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 ｖｉｅｗ ／
ｌｅｎｎａｒｔ－ｋａｐｌａｎ ／ ｄａｔａ，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第三轮至第六轮“非洲晴雨表”调查对应的族群隶属信息分别

参见 Ｑ７９、Ｑ７９、Ｑ８４ 和 Ｑ８７。 问卷编码表参见“Ｍｅｒｇｅｄ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ｍｅｒｇｅｄ－ｄａｔａ ／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需要指出的是，同族群样本的比例不足 １％（具体为 ０．６２％）。

坦桑尼亚建国时的首都为达累斯萨拉姆，１９７４ 年后迁都多多马，但截至目前达累斯萨拉姆仍然是坦桑尼

亚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以及外国驻坦桑尼亚使馆所在地。 鉴于达累斯萨拉姆在坦桑尼亚的重要历史和政治地

位，本文也尝试将模型中的受访者到多多马的距离替换为到达累斯萨拉姆的距离，研究结果依然成立。 模型中的

交互项系数为 ０．００１９４，达到 １％的显著性水平。 囿于篇幅，本部分的分析结果略去，如有需要可联系笔者索取。
Ａｍａｎｄａ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ｐｐ．７０９－７４６．



坦桑尼亚的政治生活之外，所以其国家认同低于其他族群。 赞比亚的族群总数超

过 ７２ 个，人口占比较高的三个族群分别是本巴人、东加人和切瓦人。 将这些大大

小小的族群进行固定效应处理，可以消除族群异质性对研究结果的干扰。 研究表

明，在固定族群效应后，坦赞铁路对两国受访者国家认同的研究结果不变（见表 ５

模型 ５）。

第八种稳健性检验则是处理受访者样本异质性的问题。 本文的分析囊括了两国

境内所有受访者样本，其中有距离坦赞铁路较远的受访者，样本中受访者距离铁路最

远达到 ９０７．９ 千米。 这些散落在不同地区的样本彼此间在地理和经济社会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将所有样本纳入分析可能会干扰中间的因果关系。 为了强化对受访者异质

性的控制，本文将受访者样本的空间范围限定在 ２５０ 千米内，发现研究结果依然稳健

（见表 ５ 模型 ６）。

表 ５　 其他稳健性检验

ｌｏｇｉｔ 模型 替代性测量 控制同族群
控制与首都

距离
族群固定

效应
２５０ 千米

范围

变量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ａｃｔｉｖｅ５０ －１．３７４∗∗∗

（０．４０３）
－０．０９２６
（０．０９２９）

－０．０８２１∗∗∗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８１５∗∗∗

（０．０２８９）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７７６∗∗

（０．０３２９）

年龄
０．０００３７４
（０．００３３８）

０．０００８９０
（０．０００８４６）

７．１１ｅ－０５
（０．０００３０７）

７．２１ｅ－０５
（０．０００３０７）

－７．６５ｅ－０５
（０．０００３３１）

６．２５ｅ－０５
（０．０００５３７）

ａｃｔｉｖｅ５０∗年龄
０．０３７６∗∗∗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０３５４∗

（０．００２１０）
０．００１９５∗∗∗

（０．０００５８３）
０．００１９５∗∗∗

（０．０００５８２）
０．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０６３４）
０．００１９４∗∗∗

（０．０００７１７）

城乡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２５６
（０．０２７８）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９２３）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０９１９）

－０．００６５３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９７
（０．０１３９）

性别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７６５）
０．００２２３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０１２０
（０．００６６６）

０．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６６５）

０．００２２９
（０．００７３８）

－０．００９９８
（０．０１００）

受教育程度
０．１０４∗∗∗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０７１０

（０．００８３５）
０．００９２７∗∗∗

（０．００３０７）
０．００９２６∗∗∗

（０．００３０７）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０３２４）
０．００７１５

（０．００４５３）

同族群
－０．１１３

（０．０８３３）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３２）
－０．２２６
（０．１８３）

－０．１３８∗

（０．０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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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ｌｏｇｉｔ 模型 替代性测量 控制同族群
控制与首都

距离
族群固定

效应
２５０ 千米

范围

变量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与首都距离 — — —
－０．００３０３
（０．００７１２）

－０．００３８２
（０．００７４４）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８９５）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族群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样本量 ６９４０ １１０６４ ７１５６ ７１５６ ６３０６ ３２６８

Ｒ２ ／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５３ ０．２０６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８５ ０．１０５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除模型 １ 外，其他模型皆为 ＯＬＳ 模型，常数项结果已省略，括号内为“非洲晴雨表”调查地理

集群单位聚类标准误。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三）辅助性证据和讨论

１．安慰剂检验：殖民时期铁路与坦赞铁路

本文强调结合时空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揭示中国对外援助和受援国民族建构关系

的学术价值。 若本文的分析框架具有强解释力，则意味着殖民时期由殖民者建成的大

型交通基础设施对殖民地民众的国家认同应该不具备推动作用：首先，在殖民铁路建

设时期，非洲的民族国家还没有出现。 其次，殖民时期的铁路建设由宗主国主导，并非

由新生政权发起。 再次，殖民时期参与铁路建设的非洲民众大多是被强制征用的劳动

力。① 最后，殖民时期建设的铁路服务于宗主国的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并非为了发

展当地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②

德国于 １９０５ 年始建、１９１４ 年完成的坦噶尼喀铁路为本文提供了安慰剂检验的范

本。 坦噶尼喀铁路全长 １２５４ 千米，从坦桑尼亚东部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起，抵达西部城

市基戈马（如图 ８）。 坦噶尼喀铁路主要服务于德国在坦桑尼亚的殖民扩张，特别是西

部地区的种植园经济。 坦噶尼喀铁路和坦赞铁路也恰好是坦桑尼亚的两大国家铁路

干线。

·５５·

■■■■■■■■■■■■■■■■■■■■■■■■■■■■■■■■■■■■■■

①

②

如在非洲殖民时期的罗德西亚铁路系统中，非洲黑人不能坐头等舱，只能坐后排的简易车厢。 此外，非
洲工人没资格担任火车司机，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作。 参见沈喜彭：《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决策、实施与影

响》，第 ２７ 页。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ｏｄｎｅｙ， Ｈｏｗ Ｅｕｒｏｐｅ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Ｈ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２．



图 ８　 殖民时期铁路、坦赞铁路与受访者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数据制作，参见“Ｇｅｏｃｏｄｅｄ Ｄａｔ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 ／ ｇｅｏｃｏ⁃
ｄｅｄ－ｄａｔａ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注：实线为坦噶尼喀铁路，虚线为坦赞铁路，圆点为受访者位置。

本文使用同样的研究设计将坦噶尼喀铁路和坦赞铁路的作用进行对比。 分析表

明，无论哪个年龄段的民众，坦噶尼喀铁路对提升其国家认同皆无显著作用（如图 ９）。
因为亲历建设坦噶尼喀铁路的当地人大部分已经离世，本文无法获得参与当时铁路建

设的坦桑尼亚人的受访者样本，但安慰剂分析进一步增强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

可信度。
２．铁路建设、民众国家认同与社会冲突

既有国际关系研究发现，当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时，社会冲突更容易发生。①

换言之，国家认同的提升有可能降低社会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如果坦赞铁路建设提

升了当地民众的国家认同，那么坦赞铁路沿线地区的社会冲突应低于其他区域。 这

在实证上为本文提供了辅助性检验的范本。② 通过将“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

（ＡＣＬＥＤ）”中 １９９７—２０１４ 年的社会冲突地理信息数据和坦赞铁路进行地理位置匹

·６５·

　 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民族建构
■■■■■■■■■■■■■■■■■■■■■■■■■■■■■■■■■■■■■■

①

②

参见陈冲：《机会、贪婪、怨恨与国内冲突的再思考———基于时空模型对非洲政治暴力的分析》，载《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８ 期，第 ９４—１５８ 页；王凯：《国家间战争与国内族群冲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７１—９６ 页。

感谢匿名评审人对此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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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坦噶尼喀铁路的边际效应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使用 ＯＬＳ 基准模型，９５％置信区间（两条虚线之间），图下方竖线为样本分布

图示。

配，本文得到这一时期坦赞两国共计 １３６３ 次社会冲突样本（其中坦桑尼亚 ５４４ 次、

赞比亚 ８１９ 次）。① 其中坦赞铁路附近（距离小于或等于 ５０ 千米）发生冲突的总数

为 １６５ 次，５０ 千米范围外发生冲突的总数为 １１９８ 次。 由此可见，距离坦赞铁路小

于或等于 ５０ 千米内的冲突频数显著少于 ５０ 千米范围外的冲突频数。 研究发现，即

便是发生在铁路沿线地区的冲突，其爆发地点也主要是族群边界和铁路线路重合的

区域。

通过对 ＡＣＬＥＤ 数据库和坦赞铁路进行地理位置匹配，本文进一步构建了一个

冲突死亡人数（冲突烈度）的简单统计模型。 研究表明，铁路沿线地区（距离小于

或等于 ５０ 千米）的冲突烈度比非铁路沿线地区要低 ７２．８％（见表 ６ 模型 ３）。 这说

明铁路建设带来的民众国家认同提升还有助于缓解社会冲突带来的危害。 当然，

还存在一种可能，即铁路建设便利了中央政府对当地社会冲突的处置从而降低了

冲突烈度。 但无论如何，这些证据进一步证明了坦赞铁路建设与民众国家认同之

间存在的正向关系。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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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自 Ｃｌｉｏｎａｄｈ Ｒａｌｅｉｇｈ， ｅｔ ａｌ．，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ＡＣＬＥＤ： Ａ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ｓ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４７， Ｎｏ．５， ２０２０， ｐｐ．６５１－ ６６０。 网站持续更新数据，参见“Ｃｕｒａ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Ｆｉｌｅｓ，”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ｌｅｄｄａｔａ．ｃｏｍ ／ ｃｕｒａｔｅｄ－ｄａｔａ－ｆｉｌｅ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



表 ６　 铁路距离与地区冲突的烈度

变量名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铁路沿线地区
－０．４４３∗∗∗

（０．１３９）
－０．６２７∗

（０．３７８）
－０．７２８∗

（０．３７３）

纬度 — ０．１５８∗∗∗

（０．０４５３）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３４２）

经度 —
－０．０５００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６１０）

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国家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样本量 １３６３ １３６３ １３６３

Ｒ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２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使用 ＯＬＳ 模型，因变量为冲突死亡人数，常数项已省略。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５，∗ｐ＜０．１。

五　 结论

总结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实践及其意义有助于更好地完善和改进中国对外援助

的框架和政策。 不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政治立场就无法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逻

辑，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援助实践就很难认识当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国际政治经济

意义。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自主发展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立

场。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建设的历史背景，外来援助是非洲国家进行民族建构的重要资

源。 新中国通过提供援助项目积极支持未独立国家的民族解放，帮助刚获得独立的发

展中国家进行国家和民族建构。 因而，中国对外援助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建构之间存

在确确实实的因果关系，坦赞铁路则是这一时期中国帮助和支持发展中国家进行国家

和民族建构的代表性项目。

本文尝试通过一个整合时空效应模型并利用地理信息数据剖析坦赞铁路和受援

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因果关系。 理论上，外来援助可以通过影响经济发展和形成集体记

忆等多种渠道作用于受援国的民族建构。 在发展中国家独立初期，亲历和参与国家建

设的民众更容易形成国家认同的集体记忆。 在实证方面，通过使用地理信息数据分析

方法，可以捕捉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对当地民众国家认同形成的影响。 当然，本文依然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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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缺陷，如限于可用数据无法对中间的所有因果路径进行检验等。 另外，并非所

有的对外援助项目都能促进当地国家的民族建构，不同类型的援助项目对当地国家民

族建构的影响还须甄别。

援建坦赞铁路是中国对外援助实践重要的历史遗产，反映了中国对“耐心资本”

的重视。① 本研究的发现在完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框架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等方面

能够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首先，进入新时代，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既要与时俱进也应

不忘初衷，在对外援助政策立场上，中国应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秉持帮助发

展中国家进行独立自主现代化建设的政治立场。 其次，结合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新要

求，丰富中国对外援助促进全球发展的新叙事，形成中国对外援助推动发展中国家国

家建设与治理的援助有效性的新表述（不仅是经济有效性）。 最后，应根据国家发展

战略需求完善对外援助政策。 援建坦赞铁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对外援助实

践，对坦赞铁路意义的深入研究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下的对外援助要复制过去的做法。

在对外援助项目提供上，应更加重视中国和受援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

国际发展需求，不断创新对外援助的内容和形式，使对外援助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抓手。②

（截稿：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责任编辑：郭　 枭）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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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政治“耐心资本”用来描述中国外交实践的长期性而非追求短期利益。 对中国全球融资的耐心资本属性

分析，参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ａｐｌａ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２１。 也有研究表明，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援助也为中国后来的投资和贸

易提供了良好的社会资本，参见 Ｐｉｐｐａ Ｍｏｒｇａｎ ａｎｄ Ｚｈｅｎｇ Ｙｕ，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ｉ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ｐ．５５８－５７３。

参见国合平：《中国对外援助展现大党大国担当》，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王毅：《全面推进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罗照辉：《大疫情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
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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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ｌｉｔｔ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ｉ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ｉ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ａ ｋｅｙ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Ｚａｍｂｉ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ｍｏｓ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Ｔｈ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ｈａｐ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ｂ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ｓ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ｌｉｖｅ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ｓ ａｌｓｏ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 ｂｕｉｌｔ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ｄｉｄ ｎｏ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ｕｎｅａｒｔｈ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Ｚａｍｂｉ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ｕｔｈｏｒ】Ｈｕａｎｇ Ｚｈｅｎｑｉ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４６１·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ｏ．８， ２０２３
■■■■■■■■■■■■■■■■■■■■■■■■■■■■■■■■■■■■■■


